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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本书作为已出版的《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上册已于2003年9月出版)的下册，同属文物类志书，

其采录内容虽仅为古代石刻一项，但编辑中原则上仍按照志书体例进行，以求与上册在内容上互为补

充，在版式风格上保持一致。

二、本册图志分正文与附录两部分，共辑入今北京地区辽、金两代石刻308种(其中辽代163种，金

代145种)。正文部分的石刻资料，多数来自田野考古调查，大都原石和拓本俱存；附录部分的资料则

多得之于历代方志和金石著作，大多原石久佚、拓本不传或存石过残，文已不能通读。

三、本册正文部分按石刻的内容与形式，分为碑刻、经幢、墓幢、墓志、其它(包括摩崖、石函、

题记、匾额、经版等)五大类，在上册辑入的80余种石刻的基础上，又增入60余种，计151种，均配

以拓本图片(上册已收录者，因拓片已刊出，本册则配以原石照片作为标识)，并尽量按原石的刻文形式

排印录文，以方便研究使用。附录部分又分“录文”与“目录”两部分，前者依文献所载原文移录，不

加考释，一律左起繁体横排；“目录”多为重新编辑，均简体左起横排，以资查阅参考。

四、本册正文辑录的石刻文献，均按刻石形成的年代先后编序，具体年代不清的，则编附于该石所

属朝代之后。每篇录文前，均加说明和简要的考释。说明内容包括石刻的形成年代、形制、撰者、书

者、书体、刊石者及出土时间地点以及保存现状、残泐漫漶程度等；对石刻中能够弥补、校正史籍缺

讹，对研究辽金两代政区、地理、民族、官制、宗教、人物、事件等有价值的记述，作提示性考释，对

于造型、书法方面有特色的石刻，则对其艺术价值作扼要评价。

五、本册正文所录石刻文字，不加标点，繁体竖排，均据现存原石拓本现状移录。前人著录与原石

异文，以原石为准；现存石刻文字字迹不清或残泐过甚者，此前有著录者则参照前人著录补入。关于

石刻名称，上册已收入定名者，除个别情况稍加改动外，均保留上册题名；本册新录入者，均据石刻

额题或首题定名，lEl有定名者，则尽量保持旧有名称。

六、为努力保持石刻文字原貌，录文中遇到的异体字、缺笔讳字、俗体字原则上按原样排印，个别

字因排印困难，则予改写。改动之字不出校记，不加说明；错字、别字和难以查对的自造之字，均尽

量按原状移录，如因排印困难，亦酌情改易；同音假借字则保留原貌，而漏字衍文，则一仍其旧。

七、刻石中残泐漫漶过甚而不能辨识的字，均加“口”号表示，能看出缺几字的，按数量加“口”

号；缺字较多而难以确定字数的，加括号注明“上缺”或“下缺”、“上泐”或“下泐”。

八、原刻石出于书写格式或避讳的需要，常有空格出现，录文按照原形式予以保留；原石刻中有

用小字插刻者，排版亦视版面情况努力保留原貌。

九、经幢录文，只收题记和文后题名，经文皆略去不录；由于印刷制版上的困难，石刻中出现的

梵文或其它少数民族文字不录。

十、限于条件，编者深知尚有一些分散在北京各区县文博部门或民间的辽、金石刻，本书未能收

入；圃于见闻，也许还有不少散见于各种金石著作或方志史籍的辽、金石刻文献也未能辑入。面对辽、

金两代浩瀚的历史文化遗存，《图志》的编者，又何止沧海遗珠之叹。相信随着对辽南京与金中都历史

遗迹调查的深入，北京地区辽、金石刻的发现和出土会不断增多，届时对辽、金两代石刻文献的整理与

研究工作也定会有更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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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也是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她是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的凝结，她拥有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不仅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而

且一直为各国人民所珍视。

在北京三千多年的建城历史中，辽南京和金中都时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前者是10世纪初我国北

方契丹民族建立的辽王朝的陪都，后者是12世纪初由我国东北女真民族建立的金王朝的首都；两代相

继，踵事增华，前后240多年的建设、经营，以其创造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对北京的城市发

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数量众多的北京辽金石刻

世事沧桑，千年转瞬，辽南京和金中都作为历史遗迹，在已逝去的一千多年时光中，因朝代更换和

几十万个晨夕交替，寒暑轮蚀，风雨相摧，地面上的建筑，存者寥寥，不仅当年景象，难窥一斑，而且

许多硕果仅存的遗迹，在近年飞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中，也多数处于消失迨尽的状态。为更好地保护今天

北京地区尚存的辽金历史文化遗存，北京市辽金城垣博物馆于2002年开始，对-1匕京地区的辽金遗迹进

行了系统的调查和资料整理工作，经过两年多的田野考古和案头研究工作，我们发现，在当年辽南京和

金中都的区域内，仍然存在着许多历史文化遗存，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辽、金两代的石刻。

本册《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以下简称《图志》)辑录的308种辽金石刻，便是我们在调查中采录到的

原石和查阅文献时发现的相关记述的整理与汇辑。其中，辽代石刻163种，金代石刻145种①。经初步

整理分类，辽代163种石刻中，包括：碑刻34种，经幢20种，墓志30种，摩崖2种，石函石椁10种，

造像3种，其它杂刻6种。金代的145种石刻中，包括：碑刻28种，经幢27种，墓幢51种，墓志25

种，摩崖4种，石椁2种，其它杂刻9种。实际上，《图志》辑录的308种石刻资料，既远非辽南京、金

中都当年刊制的石刻的全部，也不敢说是囊括了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发现和出土的所有的辽金石刻。

石刻历史，源远流长，始于先秦，流衍于汉唐。刻石以纪事，刻石以颂德，刻石以扬善，刻石以贬

恶，刻石以传道，刻石以存文，刻石以贺，刻石以悼，刻石以明志，历代因之，迄今不衰。辽、金两

代，南京、中都，相继二百多年，今天我们翻阅《辽史))与《金史》，其中关于诏令刻石纪事的记述，

时见简编②，据此亦可想见当时刻石之多。南京、中都，繁华之地，人文荟萃，风气所尚，刊石树碑之

风一定很盛，其形成的刻石数量，也一定会大得惊人。今天((图志》所收录的300多种石刻，多数为地

上遗存，而且大多属宗教刻石或墓圹之碑石，其得以保存的原因，一是因其附于寺庙建筑群内而受到



“特殊的保护”，二是位于京郊圹野，人为干扰相对较少而得以幸存，而那些当年林立于城区内的各种石

刻，则绝大多数在历史沧桑、朝代变换中消失了。述至此，我们也许可以作出以下推断：《图志》所汇辑

的辽金石刻数目，顶多也不过是当年总数的十之一二。

然而，相比较于辽金以前各代石刻资料的保存情况，面对今天幸存的300多种石刻资料，我们仍感

到兴奋和庆幸。据《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载，截至1991年统计，北京图书馆藏北京地区

辽代石刻拓片为70种、金代石刻拓片为39种，而先秦则为2种，两汉18种，晋2种，北魏3种，北齐

5种，隋3种，唐67种，宋2种，甚至一统华夏的元朝也仅为89种。虽然此书的“统计”因时间和材

料(拓本)所囿，尚不能准确计算出北京地区石刻数量，然而从已知历代拓片的数量比对中，却足以反映

出北京辽金石刻类文物遗存的丰富。

另外，据粗略统计，迄今见于各种金石著作、地方史志的我国辽金两代石刻著录，总计约800佘

种④，其中辽代石刻约34．0余种，金代石刻近500种。而目前北京一个区域拥有的辽金石刻(还不包括

房山刻经)即达306种，占全国已知拥有的辽金刻石总量比例三分之一还强。

在进行实地调查中。我们感到，北京地区的辽金石刻，不仅数量丰富，而且形式多样、形制纷繁，

远远地超过了前代。在《图志》编写过程中，在类另q形式上，为便于编辑，我们将这些石刻概括为碑、

经幢、墓幢、墓志、其它杂刻五大类。实际上，也可细分为碑碣、墓志、塔铭、经幢、刻经、墓幢、石

浮图、造像、画像、合利函、石棺椁、神道石像生、题记、文书、墓表、摩崖、石经、题咏、匾额榜书

等更多种类。由于类别的多样，这些石刻的形制，更是呈千变万化、异彩纷呈之势。

北京辽金石刻，材质多用汉白玉石，偶见有用青石或花岗岩石者，但所占比例很小。其中碑类，

多为佛教文化遗存，传世多于出土，往往与古刹同存至今。这些碑大都形制高大，螭首龟趺，华文美

字，洋洋千言，雕饰繁缛。另有一些墓碑，多为近年出土，一般都形体较小，多以铭文为主，不务雕

琢而旨在叙事传人；有的墓碑，圆首方趺，刻字数行，不加雕饰，高仅数尺，形制更趋简朴。墓志

刻石，出于地下，大多保留了当时原貌，但由于时间年代的差异和墓主身份的不同，形制上也互见异

同：有的盖、志一合，有的有志无盖；有的雕制精细，周边刻有纹饰，有的朴拙无饰；有的志文数

千言，有的刻铭仅数十字；有的为方形，有的为长方形；有的边长l米多，有的则仅盈尺之宽。幢

类刻石在辽金石刻中数量最多，其形制也最为纷繁。从尺寸上看，有的小巧玲珑，高不过1米，有的

雄伟挺拨，高可逾丈；从结构上看，有的用一块石料刻成，有的用三块石料分别刻成盖顶、幢身和

基座；有的则仿照浮图(塔)之状，由十余件或数十件石构件组合而成，成为独立的艺术品，如门头

沟双林寺的辽统和十年(992年)经幢，高4米多，由14件石雕构件叠砌而成；再如房山金贞元元年

(1 1 53年)严行大德灵塔石墓幢，高5．53米，结构复杂，雕饰精美，则属辽金石刻中的别具一格者。

二、北京辽金石刻的史料价值

《图志》辑录的306种辽金石刻，作为两代石刻类文献的载体，仅铭石文字便近30万字。这些文字

以不同的文体和表述方式，记录了辽、金两代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宗教文

化、城镇建制、民族关系、民风民俗、官场时尚、婚嫁丧葬、科举教育等多方面的史实，其中一些反映

具体历史“细节”的记述，可以证史补阙，为我们今天进行辽、金时期多方面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第

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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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907年～1125年)是以我国古代北方契丹民族为主体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

占有重要地位，但正像许历史学者指出的那样：对于辽代历史的研究，多年来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某

些领域几近空白。究其原因，主要是文献资料十分匮乏。契丹建国之初尚武轻文，继而又书禁甚严，禁

止文字出境，后来女真崛起，兵燹连天，典藉文献，散失殆尽。至元末顺帝修史之时，几乎没有第一手

资料可依，只能求助于宋人和金人的间接记载，匆促编撰而成，所以《辽史》的缺略讹误，不可殚指。

清末以来，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和考古学的进展，辽代石刻的出土发现日增，相继有《辽文存))、《辽文

萃》、《全辽文》等专门辑录辽代文献的著作刊行于世，许多辽代石刻文献也得到整理著录，从而使治辽

史者多所藉助⑤。《图志》辑录的北京地区发现的]6S种石刻，其中有些已为上述著作著录，有些则系近

年出土或发现，其中少数已经专家考证整理，多数则尚未整理和著录，属首次正式流布于世。

《图志》收录的碑类刻石，除《秦王发愿纪事碑》外，几乎全与佛教有关，其中有纪念高僧大德的

“行状”碑，有记述寺院建设的纪事、题名碑，有记叙刊刻经文过程和经文目录的纪事碑，这些碑刻的

撰述和书丹，大多出自名家之手，华文美辞，雕饰精美，书艺高超，在记述佛教大师的行实和寺庙建设

的始末中，反映出有辽一代南京地区佛教活动的情况，使人具体地感受到当时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士

庶百姓，同寺院及僧侣的关系和对佛教的态度。

辽墓志与圹铭类刻石，《图志》汇录34种，多为近年出土。此类文字补史证史作用尤巨。往往一经

发现，便为研究者所注意，加以著录考证。如出土于北京市南郊赵德钧墓的应历八年《种氏墓志》，志

文虽多溢美之辞，但所记人物事迹多与《五代史》、《宋史》、《辽史》相合，证史的作用甚著。

再如应历七年(95'7年)《王仲福墓志》，志文载王仲福长于奇巧之事，有“度木之能”。五代十国后

唐明宗李嗣源长兴年间，幽州都督北平王(赵德钧)选用其长，擢为“盖造绳墨都知兼采斫务使”，管理

兴建土木之事。王仲福于后唐清泰元年(末帝李从珂年号，公元934年)正月二十日病逝，辽应历十七年

(967年)迁葬于蓟州北渔阳县界高村(今平谷区黑豆峪)。此志所记多为后唐事，其中王仲福职事与一些

地名，可补史之缺。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北京海淀区八宝山一带，曾先后出土了辽代重臣韩延徽后代韩

佚、韩资道、韩弥的三合墓志(按：其中韩弥仕金，死于金天德三年)，墓志为研究韩延徽家族的历史

和辽南京上层社会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韩氏家族是辽代政治舞台上风云驰聘了二百多年

的贵族之一，韩延徽及子韩德枢在《辽史》均有传，其他所记之人也多为辽朝贵官。韩佚父韩德邻，为

韩延徽之子，虽早亡，但韩佚承祖荫，“补衙内都指挥使”，“应历中，以名家子特授权辽兴军节度副使、

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保宁初改授营州刺史、检校工部尚书”，“迁上京

副留守加太保，'；“拜始平军节度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可谓累任要职。志文所记可理清其家族的世

系关系并补其缺漏；纠正史籍文献对韩氏家庭籍贯记载之误；反映出辽代仍然盛行门阀制度以及契丹

统治者与汉族地主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辽史》颇资补证作用。

辽重熙五年刊石的《张嗣甫墓志》，记张嗣甫出身于幽燕豪族，乃辽代尚书太师令张俭之次子、太

傅张雍之孙。他凭借祖荫，年幼拜官，太平九年(1029年)四月卒于中京之私第，年仅十四岁。近年，张

氏家族一些人的墓志相继出土，如结合此志综合研究，不仅利于对“功著两朝，累世为官”的张氏一族

家世的考述，而且大有裨于辽南京(今北京)地区中早期的社会学研究。

重熙十三年(104-4年)刻石的《李继成暨妻马氏墓志》记墓主李继成去世后，并未立即安葬，而是

于“幽都县广老乡真宰里袱先茔而权窆焉”。幽都县就是后来的宛平县，与析津县(前蓟北县)一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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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南京(燕京)的附郭县。可见在幽都县的广老乡真宰里有李氏家族的祖坟，但其位置已不可考。李继成

与妻马氏合葬于元辅乡贺代里，可见元辅乡贺代里也位于墓志出土的今丰台路VI一带。另本书收录的辽

代《王泽墓志》与《王泽妻李氏墓志》都出土于今丰台镇桥南，葬于“燕京宛平县太平乡万合里”。丰

台路口和丰台镇桥南两地相距不远，可见，辽南京宛平县的元辅乡贺代里和太平乡万合里也一定毗邻。

另外，志文中广老乡真宰里与元辅乡贺代里的记载，也填补了史籍中关于辽南京乡村地名的缺失⑥。

重熙二十二年(1 053年)刊石的《张俭墓志》，以洋洋洒洒长达3000余字的志文，详叙了“功著两

朝，世称贤相”张俭的出身，籍贯，历官，卒年及婚配、子女睛况，还记载了一些为辽史所不见载的史

实。这不仅为我们补正《辽史》及张俭传之缺误，而且为我们研究辽代统治阶层的状况提供了可贵的文

献资料。

大安元年(1085年)刊石的《郑颉墓志铭》，与天庆三年(11 13年)刊石的《马直温妻张馆墓志铭》，均

为墓主胞弟撰文，情真辞切，无虚饰之文，前者对于研究辽南京时期燕京大族间的关系和宫提辖司制度

有较重要的价值，后者为史载辽代刘、韩、马、张、郑等汉姓大族多互相通婚联姻的情况，提供了实证。

寿昌三年(1 097年)刊石的《董庠灭罪真言刻石》，将镌刻有佛教咒语“灭罪真言”、“智矩如来破地

狱真言”、“生天真言”的碑版，葬于墓室，反映了辽代统治者崇佛风盛、官吏笃信佛教的史实，表明了

墓主死后向往极乐世界的心理需求。

出土于北京阜城I'q乡'l-百万庄的丁文逭墓，刊刻于辽天庆三年(1 1 13年)，志文记其“年始十五，由

荫补供奉班祗侯⋯⋯余年垂四十⋯⋯故复诣朝廷⋯⋯旋出为景州龙池冶监。复更征商榷酒务等⋯⋯天庆

二年冬授左卫率府潞县商曲铁都监”。据齐心先生考证，丁文逭一生主要职务是南面财赋官。“景州，清

安军，下，刺吏。本蓟州遵化县，⋯⋯本唐平州买马监，为县来属”。辽大安九年(1093年)“景州陈公

观鸡寺碑铭”载：“⋯⋯观鸡寺⋯⋯北依遵化城，实前古养马监，南临永济院，乃职朝(按指辽朝)煮盐之

场”。据《辽史·食货志下》：“⋯⋯太祖征幽、蓟，师还、次山麓、得银、铁矿、命置冶”。依上述记载，

可知当时景州一带即有买马监，又有盐铁之利，丁文逭即是当年派往此地管理财赋的地方官。天庆二年

(1112年)丁任‘潞县(潞县，今通州)。商拙铁都监’，与《张嗣甫墓志》载：“前顺州商拙都监”，辽《史

洵直墓志》载：“三河县商曲铁都监”同，是管理、征收酒、铁榷务事宜的财赋官。此官职不见《辽史·

百官志》，可补史志之失⑦。

天庆七年(11 17年)刊制的《孟初墓志》，撰述于辽代末年国柄将移之际。孟初，字子元，《辽史》无

载，但志文记其事略较详，特别是叙辽天庆四年(11 14年)，女真人首领完颜阿骨打兴兵伐辽，攻陷宁

江州后，进逼沈州(今辽宁省沈阳)时，孟初以文职(翰林)而出任副帅临阵拒敌，战斗中陷淖泥而殁的过

程，可补正史。

与辽朝相比，由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国祚不永，前后立国仅119年，于1234年被蒙元所灭。然

而，金朝起于白山黑水之问，定都于幽燕形胜之地，雄据中国北方，国势强于宋，幅员广于辽，尚武崇

文，“典章制度，儿近汉、唐”⑧；大定、明昌、贞祜，迄于金末，文风大盛，才人辈出，著述日夥。可

惜易代之际，同辽朝一样，典籍文字，大都毁于兵燹，所存无几。正如清代道光年间，陈揆在为张金吾

编纂的《金文最》所作序言中指出的那样：“金人著述，自元之中叶，流传已甚少。苏伯修谓因欲就京畿

诸大族坟墓摹碑文，以备采择。”

《图志》共辑录北京地区金代石刻145种，约有一半为近年所发现，多为访佚拾坠的成果。其中一

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墓志、墓幢、碑刻，属首次面世，相信这些石刻的流布，会有裨于金史研究8u．．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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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史研究。

北京目前发现的金代石刻，较之辽代石刻，纪事类文字渐少而记人物类文字渐多，不少史传可考的

皇室成员、女真贵族、士绅官吏的“别传”见诸于相继出土的墓志，许多佛教信徒、高僧大德的“行

实”载于幢铭、塔铭和碑刻。阅读这些文字，使我们能够对当年金中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会产生一

种触摸“历史细节”的直观的感受。

出土于北京平谷区黄松峪乡的《萧公建妻耶律氏墓志铭》，刊于皇统三年(1 143年)，洋洋千言，问

接涉及金初南京地区事甚多。志文主要记出身于亡辽宗室的耶律氏夫人(1074年～1139年)“曾门而上累

叶通显”，号为世家。”誉其“少好学问，明悟贞顺”，藏书万卷；归嫁萧公建后，相夫有道，治家有方，

藉夫荫授为郡夫人。耶律氏于金熙宗天眷二年(1 139年)十二月病逝。按有辽一代，萧氏与耶律氏为世

姻，而这通墓志则是北京地区迄今发现的第一通与辽亡后耶律、萧两姓有关的石刻，为研究辽亡后北京

地区耶律、萧两姓的仕宦情况和生活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皇统三年(1 143年)刊刻的《赵励墓志》，保留了辽末金初“北辽”政权和短暂的“燕山府”的一些

材料，尤堪珍视。赵励，《金史》无传，志文述其生于乱世，中进士第后居于下僚，一直官阶不高，身

经辽、宋、金几个政权的变换更迭，亲历过天会年问燕京两个政权官员“换授”的场面。志文在叙墓主

“事业”中涉及的这些史事，无疑是宝贵的治史资料。

通州区徐辛庄乡葛渠村出土的《李抟墓志》，大定十九年(1179年)刊石。李抟(1120年～1178年)，

字鹏南，为金代昌武军(驻地许州，今河南许昌市)节度使，金代官制阶为正五品。其祖上为五代后晋沧

州节度使，契丹军破晋后(946年)，随晋出帝从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北迁，定居于潞县(今北京市通

州区)。其后人有李匡业者，擢进士第，官至朝散大夫太子少詹事。其弟李佩，为志主高祖，也擢进士

第，官范阳令。李佩之子李克昌，官任太仆卿，娶当时宰相刘泾之女。抟祖李伟，任职安州，父李师

吉，官至中宪大夫。大定十四年(1174年)，以目疾告归京师。此志对志主家族世系记述详尽，所载多

与其它史藉有异或未记者，可供研究者进一步考证补阙。

《萧资茂墓志》，近年出土于北京平谷区黄松峪乡，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刊石。志文载萧资茂出

身燕京豪族，曾祖萧晶在辽朝曾任口京留守。其祖父萧公建仕金后，曾任同知口京留守，授金紫光禄大

夫。其父萧谦，以节度使致仕。资茂在兄弟三人中居长。海陵王正隆五年(1 160年)，资茂领行军谋克

追捕盗贼时，乘舟，舟坏溺水而卒，于大定二十五年葬于渔阳礼泉乡(今北京平谷区黄松峪乡)。谋克，

金代中早期的一种集军事、行政生产于一体的部落单位，与猛安合称“猛安谋克”。当时规定，三百户

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猛安首领又称“勃极烈”，谋克首领称“孛堇”，秩为从五品。此志记载了

萧氏一族在金前期及海陵正隆年间的“平盗”史事，可补史之阙。本志撰文与书丹者为耶律履。耶律履

《金史》有传，他是辽宗室，入金后以文章行义受知于世宗，官礼部待郎兼翰林直学士，明昌元年进尚

书右丞，精书画，善属文。他是元初名臣耶律楚才之父、耶律铸之祖。志文书法细劲峻拔，为目前发现

的金代石刻中书法价值较高的作品。

《张汝猷墓志》，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刊石，1956年在北京西郊百万庄二里沟出土。张汝猷为

章宗时首相张浩之子，《金史》无传，名见《金史》章宗明昌三年(1 192年)《纪》、《张浩传》、《中州集》

张汝猷传及《高丽史》等。又汝猷曾娶世宗的元妃李氏之妹，有外戚关系。此志涉及世系、官职、地名

等项，补史之处，可为治金史、渤海国史及北京史的参考。

《崔宪墓志》，2004年2月17日出土于北京房山区城关镇，泰和三年(1203年)刊石。因志石断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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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志文已不能通读，尚可连续串读文字有首题：“大金承事郎口口州孝义县丞崔君墓志”及“口口口次

孙调书丹”、“口口涌云进士王莘撰”、“佗头赵仲元刻”。志文先序后铭，记述崔宪的籍贯、生平，涉及

北京金中都时期的一些地名较多，可补史之阙兼能证史。如文中有“先生姓崔，讳宪，字子贞，先是家

于(中泐数字)后分属奉先焉”的记述。其中“奉先”，即奉先县(今房山区)。据《金史·地理志》记载，

金大定二十九年(1 189年)，为奉祀山陵，割良乡、范阳(今河北涿州市)、宛平(今北京门头沟区和丰台

区)三县之地，于良乡县西设置万宁县。至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改万宁县日奉先县，隶属于中都路涿

州。志文中“后分属奉先”的记述，便是对房山地区历史上行政建置沿革的旁证。

1980年出土于北京丰台王佐乡米粮屯村乌古论元忠家族墓地的三合墓志：((乌古论窝论墓志))(大定

二十四年刊石)、((乌古论元忠墓志》(泰和元年刊石)、((鲁国大长公主墓志》(大安元年刊石)，因为志主

或为金初重臣兼当朝驸马，或为柄朝政20余年的宰执权臣，或贵为皇女，所以他们的志文，涉史甚多，

是记载金代早期到金代后期高层政治、宫廷生活、人事变迁等十分重要的石刻文献，其补史、证史的作

用之著，不言而喻。

金代文字类摩崖石刻，北京地区目前已发现数处，内容多为题记，往往简略过甚、语焉不详而史料

价值不高。值得注意的如《吕贞干摩崖题记》，2002年发现于昌平区南口镇羊台子沟佛岩寺遗址附近的

崖壁上，从右向左，每行5字，分6行排列，竖刻汉字30个——“泰和四年三月十七Et永安吕贞干同

弟子羽景安卿云贞一来游侄益侍从。”此段刻石长55、宽30厘米，每个字长宽约4厘米；字为隶书，结

体严整，笔力遒劲。石刻内容虽然只是一次兄弟们出游题记，而且仅短短三十字，然而，由于它出自金

代后期中都大兴府著族“六桂堂”吕氏兄弟之手，负载了较丰富的历史信息，既可补阙兼能证史。

在碑类刻石中，明昌三年(1192年)著名文人党怀英撰述的《礼部令史题名碑》，是题名类石刻中硕

果仅存的名石，碑文中所记，对于研究金代中期职官制度无疑颇具史料价值。另外一些关于建学校、寺

院等纪事类碑文，亦可补史籍所载之简略缺漏。

天德四年(1 152年)刊立的《传戒大师遗行碑》和明昌二年(1 191年)刻制的《寂照大师实行碑》，分

别记述金初与金代中晚期中都两位高僧大德的平生行状，反映了金代从宫廷贵人到士民黎庶崇佛之气风

靡一时的现实。而立于卫绍王崇庆元年(1212年)的《天开寺奉先县禁山榜示碑》，文体上属官府牒文类，

内容是关于禁止村民滥伐寺院所属林地内树木的文书，记录了早在800多年前金政权就注意保护名山胜

地的生态环境，也间接反映了官府与寺院的关系。

辽、金两代的宗教石刻，今El能见到原石者，绝大多数为佛教文化遗存，而道教石刻，所见寥寥

(目前仅见出土于北京白云观的一块“斋”字匾额残石)。现存金代佛教石刻，多为墓幢(也称“坟塔”、

“灵塔”或寿塔)，这种幢塔上的铭文、题记、文体上颇类社会上流行的墓志之文，先序后铭，简略者一

二百字，繁复者一二千言，所叙评之事往往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多具有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价

值。另外，有些名僧塔铭，多出翰苑雄才之手，如《严行大德闲公塔铭》、《故言公长老塔铭》，前者为

金初著名文人刘长言所撰，后者为金世宗之孙、诗文大家完颜请所撰，叙事有绪，立论有据，当今治

史，足资参考。

调查中，我们发现，在一些僧人的墓幢铭记中，往往附录一些不见经传的重要诗文和信息。如原存

于北京房山区上方山的((遐龄益寿禅师塔》，在塔铭中就记录了一首海陵王完颜亮的七言古诗。塔铭记

禅师字空寂，名禅悦，昌平柳村人。金太宗天会元年(1 123年)来上方山，居卧云庵，蔬食苦行20余年。

禅师于海陵王天德、贞元年间(1 149年～1 155年)应诏入都，就宫供养三月，后辞归上方山，海陵王完



颜亮赐封“遐龄益寿禅师”，并赐七言古诗一首赞其高行：“古人修隐上游访，涉水登山步林莽。禅衣露

湿烟霞明，柱杖横拖风月爽。餐霞服气度春秋，白云秋水空悠悠。有时危坐入禅定，不关名利轻王侯。

汤汤逝水尽流东，尘寰万虑皆为空。识得浮生这四景，百般伎俩总销融。顿息尘缘坐来静，劈破鸿漾见

真性。常生不死度流年，万古高风起人敬。”海陵在史家笔下，一直以淫暴闻名，故其诗文传世极稀，

此诗载于金石，赖以存留，实为万幸。

同是原存于房山区上方山的《大房山宝严院进禅师寿记幢》的记文中，载金初皇统年问，“北边蒙

古叛乱，国家兴师攻伐，拘赋运粮”，禅师善进随军披铠出征，“攀辕扶毂，穷极沙漠居延瀚海之境”。

不仅记载了正史未记的一次战争，而且记载了僧人被征随军为役的事实。而这些，均为正史所未记。

北京辽金石刻的艺术价值

石刻作为反映人类社会文明和记录人们思想的载体，因其制作材质的特殊性，是遗留数量最多的一

种古代文物。虽经朝代更替时受到人为破坏、毁弃和沧桑岁月中风剥雨蚀的消磨，至今遗留下来的石刻

数量依然惊人。据有的学者统计，目前我国现存的石刻材料，完全可能达到5万种以上⑧。这些内容丰

富、形制纷繁的文物，为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美术史学、宗教史研究等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

研究，保存了丰富可靠的资料。同时，许多刻石又是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

国古代石刻，是一座灿烂夺目的艺术宝库。

古代石刻(包括它们的拓本)具体有哪些价值?启功先生认为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即：石刻造型、

雕琢、刻字方面的工艺美术的资料和借鉴价值；文辞内容方面的历史、语言、文学的资料价值；文字、

书法方面的文字史、书法史、书法艺术的资料和借鉴价值⑩。启功先生概括的石刻艺术价值的三个方面，

无疑也适用于对北京辽金石刻的评价。

相对于历代石刻，因为一些复杂的因素，辽金石刻总体价值的评定，不仅在金石学领域，而且在文

博考古学领域内，一直处于“地位偏低”的状况。这既与旧的传统史学观念有关，也同辽金石刻出土发

现较晚、整理研究不足有关。特别是辽代刻石，在一些金石著作中，往往评价过低，不被重视。如清末

著名的石刻学者叶昌炽在其所撰的《语石》一书中便认为“辽碑最少，其书苦无士气”，“辽碑文字，皆

出自释子及村学究，绝无佳迹”。他还详述了自己亲见的辽代碑石及经幢：“间有不书大辽，书契丹者，

犹之跋拓氏代魏兼书，示不忘本之义也。同治以前出土尚少，孙氏《访碑录》不及五十种，赵搠叔所

续，皆朝鲜碑系辽纪年者，中国惟咸雍四年《清水院藏经记》一刻。光绪四、五年间，重修《顺天府

志》，碑估李云从承当事之命，裹粮褛被，狂走京畿诸邑，荒村古刹，足迹殆遍。所得辽碑，视孙赵倍

蓰过之。余著录辽幢五十余通，皆其时拓本也。其中多唐梵两体，惟刘李河白氏两幢，结构尚可观，此

外行列整齐者，如今刻书之宋体字，潦草者，如市中计簿，满幅题名，皆某儿某郎妇之类，北伧乔野之

风，于此可见。”叶氏的看法，基本上代表了当时金石学界对辽代石刻的评价。

实际上，仅据《图志》所辑的北京辽代石刻资料，我们便会发现，这些石刻，绝非如叶氏所言的

“皆出自释子与村学究之手”、“如市中计簿”，字迹潦草，“绝无佳迹”。其实辽石的价值除了在上文所略

作评价的文献价值外，在雕刻、造型艺术方面也很有特色，如石幢类的造型与浮雕，便常见煌煌巨制；

而刻字书法艺术方面，也佳作迭出，令人刮目相看。如原立于北京门头沟的统和十年(992年)经幢，幢

高4米余，由14件石雕件叠砌而成。下为八方基座，雕圆形仰莲承托幢身。幢身为两层，是上小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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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收分的八棱体。其上有方形小龛，周雕佛像，龛顶以宝珠状石件为幢顶。基座八面设龛，每龛雕一

造像，造像题材有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及四个伎乐人，分别做弹琴、弹曲颈琵琶、吹

笛、吹排箫、舞伎等状。上段幢身刻((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及题记；下段幢身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序文，序文后为人名题记。是一件融建筑艺术、雕刻艺术、书法艺术于一

体的杰作。

位于房山云居寺南院的续秘藏石经塔，建于辽天庆八年(1 1 18年)，石塔为八角密檐幢塔，汉白玉

石质，通高500厘米，幢身高约110厘米，周长167厘米，八面，每面宽29厘米一30厘米不等。幢身

竖刻《大辽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计47行，每行34字一44字不等，僧志才撰文，志德刊石，

燕台沙门惟和书丹。书法楷书中带有行书笔意，结体灵动，秀美多姿。文中记载了辽圣宗、兴宗、道宗

诸帝赐钱刻经及通理大师刻经的史实和所刻经文的详细目录，是一件多种价值毕具的石制艺术品。

辽大安九年(1093年)建的“琬公大师塔”(现立于房山云居寺)，为八角三层密檐经幢式，汉白玉石

质，通高6米，方形须弥座；底座雕二十二层莲花。幢身为八棱柱体，上承石雕仿木结构三层翘角塔

檐，檐间雕素花纹饰。幢身之一面镌塔铭，塔铭石高70厘米、宽40厘米。楷书竖刻文16行，共存366

字。首题“开山琬公之塔”。沙门善雍撰文、书丹。据墓幢内所藏志文记述，此塔幢是辽代著名高僧通

理大师为云居寺开山祖师高僧静琬所建。铭文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房山石经刻造的过程，在我国佛学史上

资料价值甚高。此志文书法端丽秀劲，语言简约概括，堪称辽代晚期石刻中的精品。此外，现存的一些

辽代石函、石椁，不仅造型精致，而且多饰有花卉图案、人物图像、构图、线条讲究技法与匠心，多有

上乘之作。

1977年出土于房山北郑村辽塔内的一件石函，函盖盎顶式，函右侧面刻铭文“重熙二十年岁次辛

卯三月壬子朔二十五日丙午时葬记”，书法严谨厚重。其他三面雕饰敷彩花卉：前后两面分上下两层，

上层由花卉、流云图案组成，下层浮雕花朵绣球图案。左侧面也分两层，上层饰花卉，下层浮雕花朵、

绣球。函盖底边由彩色花卉组成一周花边。色彩鲜艳、雕工精美，铭文与花卉相互衬托，构成了一个和

谐的整体。

1990年房山天开塔地宫出土的合利石函，通高160厘米，函内藏～水晶瓶，瓶内有佛合利五枚。从

造型上看，石函是作为一座砖石结构小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小塔共九层，由上而下的顺序为：须弥

座两层、八面束腰、双座仰莲搌、石函、仰莲、九重相轮、仰莲顶、宝珠刹。须弥座前侧刻有捐资建塔

人姓名，盖与函四面均刻有铭文，是一件造型精巧的石雕作品。另外，1955年出土于北京西城区月坛

宝塔寺的“佛涅盘图石函”，高约60厘米，长约100厘米，宽约65厘米。函身四面线刻佛涅盘图4幅，

图案布局巧妙，线条颇具旋律感和运动感，堪称辽代线描石刻中上乘之作。

立于大安七年(1091年)，现位于北京市门头沟戒台寺的《法均大师遗行碑》，是一件造型艺术、书

法艺术与文学价值兼俱的石刻珍品。该碑螭首，龟趺，圭额，额题篆书“故坛主守司空大师遗行之碑”

12字。由辽代著名文人王鼎撰文书写，法孙比丘悟摁篆额，王唯约刻石。碑文略有剥蚀。法均大师是

辽代的著名高僧，深为辽道宗所重，据《辽史·道宗纪》，咸雍六年(1071年)“十二月戊午，加圆释、法

钧二僧并守司空”。彼法钧就应该是此法均。碑文记载其“前后受忏弟子者，五百余万众”，虽不免夸

张，但可想见法均在辽代佛教界的地位。法均卒于大康元年(1075年)，享年55岁。至今戒台寺仍存有

其合利塔及衣钵塔各一座。碑文楷书竖刻26行，满行62字，书法宗颜真卿体，纵横有象，低昂有态，

遒劲端方。撰文和书丹者王鼎，字虚中，《辽史》有传，涿州(今河北涿州市)人，清宁五年(1060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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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累迁翰林学士。寿昌初，升观书殿学士。因酒醉怨恨道宗不知己之才能，被杖黥夺官，流放镇州，

大安五年(1089年)被赦复职，曾撰《焚椒录》述宣懿皇后被诬案。又本书所收《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

人坟塔记》亦系其所撰，文辞、书法俱佳，代表了有辽一代艺术创作的水平。

已见的北京辽代石刻中，从书法的角度讲，辽代书法虽无大名家，但所达到的水平，远非清末以来

一些金石家评价的“一无可观”。辽代石刻刻文中，除隶书未见外，可以说篆、正、草、行各种书体皆

备。如房山刻经中书艺直追唐、晋的辽刻经版，《张俭墓志》中颇得二王神韵的行楷兼作的刻文，《孟初

墓志》的欧体楷书，《郑颉墓志》的细劲挺拔的柳公权风貌，《大悯忠寺合利石函记》丰美健壮、气韵醇

厚的颜体大楷风格，都显示出辽代书法所达到的不容轻视的艺术水准。

与辽代相比，金代不仅出现了不少书法名家，更有许多文章巨擘。近年出版的《中国书法篆刻大辞

典》(李国钧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编录的历代书法家小传中，金代书法家录入了45人，而辽

代仅13人。“黄华米法盛波澜，任赵椽毫仰大观。太白诗仙题尾富，中州书势过临安。@”这是启功先生

对金代书法成就的评价。诗中的“黄华”，指王庭筠，任，指任询，赵，指赵秉文。启功先生认为，王

庭筠学北宋米芾书法出神入化，任询、赵秉文的书法虽循北宋大观年间文气，但青出于蓝，在总体上已

超过了苟安于临安(今杭州)的南宋文人们的书风。在文学方面，清道光年问名臣阮元认为：“金之奄有中

原，条教诏令，肃然丕振。故当以大定以后，其文章雄健，直继北宗诸贤。@，，张金吾在其编纂的((金文

最》序言中，对于金代才人、文风的产生和流变，作了概括性的评析：“惟金崛起东方，奄有中原，幅原

则广于辽，国势则强于宋，风令所开，一洗卑陋浮靡之习。”“唐刘梦得有言日：三光岳之气分，大音

不完。金有天下之半，五岳居其四，四渎有其三。川岳炳灵，文学之士后先相望。”

遗憾的是，金代的书法艺术作品，保留下来的甚少，不仅许多一般艺术家的书画作品没有流传下

来，既使知名如王庭筠、任询、赵秉文等大家，传下来的作品也很少，特别是墨迹极稀，以至今天我们

只能从石刻中窥其堂奥了。

1991年出土于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庄凉水河南岸的《吕徵墓表》，称得上是金代前期书法作品的代表。

墓表为四角方柱形，汉白玉石质，下有雕饰两层的正方形底座，重檐四阿式盏顶。基座边长85厘米，高

30厘米；表身每面宽56厘米，高205厘米。刻石保存完好，铭文字口如新，笔划锋棱毕见。表幢四面

满刻楷书31行，满行27字，字径6．5厘米。首题篆书“吕君墓表”四字，书法圆劲匀称，由金代著名

书法家、“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户部员外郎蔡硅篆”，正文则由著名书法家，时任承务郎行大兴府宛平县

主簿任询撰写并书丹，表文字体遒劲端严，宗颜体书风；篆额圆劲匀称，体势端严。蔡硅，生年不详，

卒于宋孝宗淳熙元年(1 174年)，金真定人，字正甫，天德进士，官翰林修撰，同知制诰，终潍#IN史，

著有《续金石遗文跋尾))十卷。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蔡硅识古今奇字，有《续欧阳文忠公集录

金石遗文》传世。任询《金史》卷一百二十五有传，记其为金易州军市人，字君谋，号南麓先生，登正

隆进士第。历益都都勾判官，北京盐使。书为当时第一，画亦入妙品。元人((墨池渊海》云：“任南麓字

流丽道劲，不让二王。”明张廷纲《永平府志》云：“任询真草字书，气完力劲，世宝传之。”明代安世风

《墨林快事》云其“字出颜鲁公，峻峭过之，全不作苏米习气，亦行草中特出者”。此石现藏北京辽金城

垣博物馆，是辽、金石刻中书法价值很高的一件文物。

位于门头沟区戒台寺的《传戒大师遗行碑》，建于金天德三年(1 151年)，是一件集文辞、史料、雕

刻、书法价值于一身的刻石。该碑汉白玉石质，螭首，龟趺，圭额，额篆书“传戒大师遗行之碑”8字。

碑高364、宽125、厚28厘米。碑文正书竖刻29行，满行70字，字径3厘米，书法遒劲俊美。碑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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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传戒大师遗行碑”。此碑由“开府仪同三司致仕上柱国郓国公食邑三千户实封叁百户韩防”撰文，

“朝列大夫行尚书吏部员外郎司计知诠骑都尉广陵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衣赐紫金鱼袋高衍”书丹，“朝散

大夫充翰林待制同知制诰上骑都尉清源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王竞”篆额。以上三人都是金初

著名的文人和书法家。其中韩防，字公美，燕京(今北京)人，辽天庆二年(1 1 12年)进士第一，后仕金，

曾任礼部尚书、汴京留守，封郓国公，善属文，尤长於诏册；此篇碑文近二千字，叙事，议论，挥洒

有致，足窥其文采之一斑。高衍，字穆仲，辽阳(今辽宁省辽阳)人，渤海后裔，年26岁登进士第，历

县丞、太常少卿、吏部郎中，大定间迁吏部尚书，工诗文、书法。王竞、字无兢，安阳人，北宋末年登

科，入金后累迁礼部尚书，博学能文，善草隶书，工作大字，大定四年(1 164年)卒。高衍与王竞，虽

史称其善书法，却未有墨迹传世，惟赖此碑，使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铭石之作。

((严行大德灵塔》，也是金初一件集造型艺术、书法艺术于一体的石刻精品。幢塔现立于北京市房山

区长沟镇甘池村村西的一处山岗之上。汉白玉石质，通高553厘米，幢身高143厘米，六角形，每面宽

47厘米。正面(南向)二行竖刻楷书“严行大德灵塔”6字，其余5面刻铭文。此塔立于金海陵王贞元元

年(1 153年)5月，迄今保存较好。铭文为楷书，秀逸灵动，行款疏朗，略呈行书笔意。首题：“大金故慧

聚寺严行大德闲公塔铭并序。”建塔石者“开府仪同三司平章政事上柱国口王食邑五千户张通古”；撰

述者“银青光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刘长言”，书丹者“玉山张楷”。张通古，金初名臣，由辽人金，天德

初，迁行台左丞，进拜平章政事，封沈王。刘长言，字宣叔，东平人(今山东东平)，工诗文，正隆五年

(1 160年)三月，任尚书右丞。本书收录的《萧公建妻耶律氏墓志铭》亦为刘长言所撰，均是有感而发，

文风朴实，文辞流畅，是金代文章的佳之美者。

现立于门头沟潭柘寺的“故言公长老塔”和“了公长老塔”，都是金代中期石幢塔中的精品。前者

建于大定二十八年(1 188年)，通高近4米。幢身高1米，下为束腰石雕座，上为5层天盖，下饰线刻双

扇三抹门窗。幢分六面，一面为塔额，双勾阴刻正书“故言公长老塔”六字；另五面为铭志。首题“中

都潭柘山龙泉禅寺言禅师塔铭”。撰文者“皇子曹王次子皇孙祖敬”。考祖敬，即完颜请，金史有传，其

字子瑜，号樗轩，祖敬是他的别号。他是金世宗之孙，越王永功之子，累封至密国公，平生著诗文甚

多，此文是他18岁时的作品。“了公长老塔”，金章宗泰和四年(1204年)建，汉白玉石质，通高4米，幢

身高136厘米。六角须弥座，束腰处雕兽头，上为圆形仰莲台。幢身南向的一面上部篆额“故了公长老

塔”6字，字径1 3厘米，书法方整圆转，功力甚深；下部浮雕菱形及卷云纹，并雕饰假门窗。此左右

二面各线刻一僧尼人物像，面目刻画生动，服饰及形体动作写实，是研究金代僧尼服饰的形象化资料。

其它三面刻文，先序后铭，首题“第九代了公禅师塔铭”，正书竖刻30行，满行46字，字径2．5厘米，

书法秀丽姿媚。

今存于大兴区黄村火神庙内的《寂照大师实行碑》的碑阴上部，刻开堂疏文一篇，其内容是请伦公

禅师(寂照)主持德云寺开堂讲经。疏文作者为金世宗第五子完颜允成，《金史))本传载允成“风姿奇伟，

博学善属文，大定七年(1167年)封沈王，十一年(1171年)封豳王，十六年(1176年)判秘书监”。此疏

文撰于大定十七年(1 177年)二月，文末摹刻金代“阿骨打花押”及“豳王之印”章，阴刻，边长8厘

米。疏文字径4厘米，书风近黄庭坚，劲挺豁达，神骨开张，很可能系摹写允成原书上石。此碑也是一

篇书法价值较高的石刻。

此外，如天会十四年(1 136年)刊石的《沙门见嵩续造石经之记碑》，书法雄浑茂密，笔力饱满，远

追晋唐，是金初高水平的“经书体”。刊于明昌二年(1191年)的《马行贵幢记》，书体不循绳尺，古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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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拙，别有意趣。大定六年(1 1 66年)刊石的《无止斋记碑》的序文部分，用隶书书体上石，古意盎然，

别具一格。另如《奇公长老塔铭》、《谦公法师灵塔铭》等，均是华文美字，足显金源一代之风采。

另有金代著名文士王庭筠、黄久约、施宜生、赵秉文等撰述或书丹的几通石刻，或文存石佚(拓本

亦不传)，或文、石俱佚，仅见于记述——相比之下，现存的这些文辞、书法俱佳的刻石，便尤堪珍视

了。

四、幢类刻石及其演变

在已发现的各类辽金石刻中，经幢与墓幢是一大项。《图志》辑录的306种石刻中，这种幢类刻石

资料就多达156种，占总量比例的二分之一还强。这类刻石，内容复杂，形制纷繁，文字、文体多样，

并与古代建筑艺术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它虽是佛教文化的产物，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同儒、道文

化和社会风俗融合、演化，至金代中期以降，便不再仅仅为佛家专有，而为全社会所接受和利用，使这

种幢形刻石“走出”庙堂，林立于民间，成为当时北京地区数量最多的一种刻石。同已往的一些金石著

作不同，((图志》把这种刻石分为两类(主要是从内容和文体区分)：一类为经幢，一类为墓幢。

经幢是宗教刻石中的一种，因其形似幢而得名。幢是佛教用品，原本是一种由丝帛制成的伞盖形状

的装饰品，顶端装如意宝珠，下端装有长木杆，树立于佛像前；后来人们用石块模拟其形建造，是为

石经幢。考古发现证明，石经幢的建造始于唐代初年，一般作八楞柱状，亦有六楞、四楞或用多种石块

雕饰而成。柱顶有盖(俗称“天盖”)为檐，单檐、重檐、多檐不等，多雕垂幔、缨络图案为饰。柱身刻

经文或佛像，经文多汉、梵文相间，佛像则或浮雕、或线刻。经幢内容丰富，形制不一，往往先刻经

文，后有题记和题名，文字多镌于幢身；造型或简或繁，有置多层“天盖”和须弥座者，雕饰亦渐趋

繁富。经幢名称繁多，有称“八楞碑”、“石柱碑”、“八佛头”的，也有称“法幢”、“妙幢”、“宝幢”、

“花幢”的。幢字写法异体也较多，亦有写作“碴”、“憧”、“撞”的。

经幢以刻写佛教经文为主，主要用于祈福。北京辽金经幢上，大都刻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也

有刻写《金刚般若经》、《多心经》、《智矩如来破地狱真言》、《七惧藏佛母心大尊那真言》，而且大多梵、

汉间书，也有全用梵文的。

据有的学者考证，《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唐高宗永淳年问传人中国，因该经文有言：“佛告天地：若

人能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粹堵波中，天帝!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

塞、优婆夷、族姓男、族性女，於幢种上或见，或与相近，其影映身，或风吹陀罗尼幢等上尘落在身

上。天帝!彼诸众生所有罪业，应堕恶道地狱畜生、阎罗王界俄鬼、阿修罗身恶道之若，皆悉不受，亦

不为罪垢染汗。”于此可知，信奉佛教的人相信：刻写了经文的经幢，其影子映照到身上，其微尘沾染

于身上，即所谓“尘沾影复”，就能使人消除罪业，免入地狱；而建造经幢，更是功德无量。

《图志》辑录的经幢原石，大多数发现于伽蓝旧地或寺院遗址，多为僧人或善男信女所建。其形制

不一，大者逾丈，小者数尺，精美者奇巧胜出，简略者粗拙稚朴；经幢以刻经为主，有的加以偈语赞

文，有的附有题记和序文，文后大多都附有题名。许多题名繁多，确如上文所引叶昌炽所言，“如市之

计簿”。北京辽金石刻，经幢以辽代为夥(计58种)，而且辽早期经幢的总体质量(如形制，刻文)，均胜

于中、晚期幢石，可见经幢的演变亦是由盛而衰，渐呈式微之势了。金代经幢，从石刻艺术的角度讲，

远不如辽幢，而且数量上亦明显减少。《图志》辑入的北京地区金代经幢资料，仅27种，其中大多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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